修改说明:

尊敬的编辑同志:

您好！现已根据审稿意见逐条进行了修改，并在文中用红笔标出。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1）现将论文内容进行了适当地删减，以突出文章重点。另将文章结构进行了适当地调整，即将“3.4有中介的调节作用”的内容调整到“4.2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

（2）修改了含意表达不清楚或不准确的小标题。

请审阅！谢谢！

包容性领导能促进科研人员提升创新绩效吗？

——一个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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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科研人员的创新工作对于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如何提高科研人员的创新绩效已经成为当前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对20家高科技企业的356名科研人员及其直接主管的配对数据进行相关、回归分析，检验包容性领导、责任心以及主管信任对科研人员创新绩效影响的一个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包容性领导对科研人员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责任心显著调节包容性领导与科研人员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而且，责任心对包容性领导与科研人员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以主管信任为中介。该结论丰富了领导风格与员工创新等方面的研究，并对企业提高员工创新绩效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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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nclusive leadership promote R&D professional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ed moderation effect

Zhu Xiaomei1，2, Kong Lingwei1, Chen Chiyin2
（1.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hool,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2. Anti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hooo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2）

Abstract: R&D professionals' innovation is crucial to enterprise'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term. So how to improve R&D professional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has become the urgent question to be solved.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e study investigated 356 R&D professionals and their immediate supervisors from 20 high-tech enterprises, tested the mediated moderation effect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consciousness, supervisor trust on R&D professional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clusive leadership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R&D professional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nd consciousness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usive leadership and R&D professional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consciousness between inclusive leadership and R&D professional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is partly mediated by supervisor trust. The findings enrich the research on leadership style and so on, and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employee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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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创新已经成为企业乃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近年来，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企业面临极大的困境。要想在这一困境下求得生存，企业必须增强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科研人员的创新工作。因此，如何激励科研人员以提高其创新绩效已经成为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关于员工创新的研究大量涌现，一些组织行为学领域的学者把研究目光聚焦在领导行为或风格对创新的影响上。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魅力型领导、伦理型领导等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也有学者质疑上述领导方式根植于西方文化背景，并不一定适应中国本土环境。在这一背景下，包容性领导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线。

    包容性领导源于“包容性增长”。朱其训（2011）将 “包容性领导”界定为，以一种包容、开放、民主、人本的方式指挥、引导、协调和鼓励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的过程[1]。其开放、宽容、支持、关怀、平衡的特征，更符合中国千年传承的儒家文化，以及当前组织中多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因此，探讨包容性领导对员工创新活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作用。

领导权变理论指出，领导行为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取决于领导与员工的个性匹配。那么员工的个性是否会影响领导行为与员工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呢？本研究引入在“大五”人格模型中，对工作绩效具有稳定预测作用的“责任心”维度[2]，探索其对包容性领导与科研人员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此外，近年来主管信任日益受到学者们重视，其在领导风格与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间的中介作用也已得到部分学者关注[3-4]。因此，本研究也将引入主管信任这一变量，试图探讨其在包容性领导、责任心以及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2 研究假设的提出

2.1 包容性领导与科研人员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目前，国内外对包容性领导的研究还不多，尚未形成“包容性领导”的统一概念和界定。朱其训（2011）强调了包容性领导包容、开放、民主和人本的特征[1]。李燕萍等（2012）则侧重强调了“包容组织权威和员工参与意识的平衡式授权、包容制度管理和情感管理的走动式管理、包容稳定保守和开放变革的渐进式创新”等三种包容性领导行为[5]，其提出的包容性领导行为具体、形象、有可操作性。因此，下面拟从这三方面来探讨包容性领导对科研人员创新绩效的影响。
首先，包容性领导包容组织权威和员工参与意识[5]。在维护组织权威的基础上，包容性领导注重培养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互动。而个体创造力正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出现的[6]。其次，包容性领导包容制度管理与情感管理[5]。包容性领导对员工的领导行为不单单是论功行赏或依过处罚，他们关注员工情感需求，尊重并关怀员工，在这种氛围中，员工乐意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拥有更多机会产生创新性绩效[7]。最后，包容性领导包容稳定保守与开放变革。他们不仅是组织结构与系统的维护者，还是组织创新变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5]，这会激发下属更多的新奇想法和变革行为[8]。此外，包容性领导所具有的开放变革精神以及其承担的组织创新变革责任，使得包容性领导尤为关注、支持员工的创新行为，这对员工创新绩效也具有正向影响[9]。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包容性领导风格对科研人员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2.2 责任心的调节作用

Costa&McCrae（1985）认为高责任心的人倾向于表现出组织能力高，做事严谨，有计划、有条理，自我把握力强，并能持之以恒，准时守信，有野心，有道德原则。反之会倾向于表现出无目标、懒惰、不可信、粗心、爱享受、容易见异思迁[10]。已有研究表明，责任心对个体绩效具有良好的预测力[2]。那么，创新绩效作为员工工作绩效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责任心水平的高低很可能会对其产生影响。

根据领导权变理论，领导有效性取决于领导风格与情境相适应的程度。一定的下属特征、任务结构和组织特性，可以使领导者及其行为不再重要，甚至可以不存在[11]。Hersey和Blanchard（1969）进一步指出，领导者需要根据被领导者的成熟程度来选择自己的领导方式[12]。例如，当员工成熟度低时，领导者宜选择命令型领导方式，而随着员工成熟度不断提高，领导者可以减少对下属行为和活动的控制，同时给予员工更多地授权。高责任心科研人员具有较强的计划性、自控能力以及成功欲望[10]，他们的工作与心理成熟度都比较高。包容性领导包容、开放、民主、人本的领导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对员工的授权。因此，对于高责任心科研人员而言，包容性领导风格将更为合适，在该领导风格下，他们可以表现出更高的创新绩效。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责任心调节包容性领导风格与科研人员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2.3 以主管信任为中介的调节作用

    主管信任，是指员工对主管抱有积极、正面和美好的预期，从而愿意接受其各种行为的心理状态[13]。员工对主管的信任是员工与主管长期人际互动后形成的认识，并会随着彼此互动而发生动态调整[14]。领导者关注员工需求、保护员工利益、鼓励员工参与的行为都会提高员工的信任[15-16]。主管信任会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并降低其离职倾向[13]。而且，不少研究发现主管信任会影响领导行为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3-4]。因此，包容性领导可能会通过影响员工的信任，从而对员工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

根据相似—吸引理论，个体容易被与自己相似的他人所吸引，也容易对他们产生喜欢、尊敬、信任等。已有研究表明，个性的相似容易拉近员工与领导者之间的心理距离[17]，促使员工产生对领导者的信任[18]。而Kristof - Brown（2005）认为，个性相似、价值观一致以及目标一致等都是领导与员工相互匹配的体现[19]。因此，包容性领导与高责任心科研人员的匹配，更易建立起二者之间的信任，进而促使高责任心科研人员表现出更高的创新绩效。

因此，包容性领导和责任心都有可能通过主管信任对科研人员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责任心对包容性领导与科研人员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以主管信任为中介变量。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

为了避免同源偏差的问题，本研究采用了上下级配对的方式收集数据，由下属填写包容性领导、责任心和主管信任问卷，直接主管填写员工创新绩效问卷。本研究向北京、深圳和上海等地20家高科技企业从事技术研发的人员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5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9%。

在配对的员工样本中，男性占71.3%，女性占28.7%；20～29岁占65.2%，30～39岁占27.2%，40～49岁占5.6%，50岁以上占2.0%；大学专科占7.6%，大学本科占47.2%，硕士占37.6%，硕士以上占7.6%。工作时间为1年以下占19.1%，1-3年占22.2%，3-5年占30.1%，5-10年占16.0%；10年以上占12.6%。在配对的主管样本中，男性占73.6%，女性占26.4%；20～29岁占16.3%，30～39岁占69.7%，40～49岁占14%；大学本科占16.9%，硕士占41.6%，硕士以上占41.6%。工作时间1-3年占28.7%，3-5年占25.8%，5-10年占29.8%；10年以上占15.7%
3.2 变量测量

（1）包容性领导

包容性领导测量使用的是Carmelia, Reiter-Palmon, &Ziv（2010）所开发的量表[20]，该量表包括9个题项。例如：“我的主管乐于倾听新的想法”、“ 我可以随时向主管咨询专业问题”、“ 我的主管会留意那些能够改善工作流程的新机会”等等。量表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该量表的Cronbach α为0.913。

（2）责任心

责任心的测量采用的是Mlacic和Goldberg（2007）修订的大五人格量表中的责任心分量表[21]，该量表由10个题项构成，其中4题为负向计分题。例如，“我总是做好准备的”，“我会把自己的东西乱放”，“我注意细节”等。量表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该量表的Cronbach α为0.807。
（3）主管信任

主管信任的测量使用的是Farh, Tsui & Xin（1998）修订的量表[22]，该量表包括4个题项。例如，“我完全相信我的主管是正直的”、“ 我强烈忠诚于我的主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支持我的主管”等。量表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该量表的Cronbach α为0.701。

（4）创新绩效

创新绩效的测量使用的是韩翼，廖建桥，龙立荣（2007）开发的量表[23]，量表包括8个题项。例如，“为了改善现有状况提供新想法”、“主动支持具有创新性的思想”、“通过学习，寻找新的工作方法、技能或工具”等。量表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该量表的Cronbach α为0.731。

（5）控制变量

    在回归分析中，我们选取一些人口统计学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分别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时间。

3.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信度检验以及相关、回归分析等。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可知包容性领导与责任心、主管信任、创新绩效均为正相关关系（0.517,0.673,0.221，*p<0.05, **p<0.01），此外，责任心与主管信任、创新绩效也均正相关（0.693,0.442，*p<0.05, **p<0.01）。

4.2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2006）提出有中介的调节效应需要满足三个条件[24]：（1）做Y（因变量）对X（自变量）、U（调节变量）和UX（交互项）的回归，UX的系数显著；（2）做W（中介变量）对X、U和UX的回归，UX的系数显著；（3）做Y对X、U、UX和W的回归，W的系数显著。如果UX的系数不显著，则U的调节效应完全通过中介变量W而起作用。本研究运用层级回归方法对上述条件进行了逐一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纳入员工的性别、年龄、教育和工作时间，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模型2将包容性领导纳入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包容性领导（β=0.247, p<0.01）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假设1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模型3将责任心纳入回归方程，检验责任心对包容性领导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如表2所示，责任心对包容性领导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β=-0.429,p<0.01），假设2得到证实。
为具体体现责任心对包容性领导与下属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计算了责任心的均值，并以均值上下各一个标准差划分了责任心的高分组与低分组，从而绘制出包容性领导和责任心的交互作用图（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于高责任心下属而言，包容性领导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要弱于低责任心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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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责任心对包容性领导与下属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

模型4将主管信任纳入回归方程，检验责任心的调节作用和主管信任的中介作用。如表2所示，主管信任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05,p<0.01），且在加入该变量后，责任心对包容性领导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下降（β=-0.429,p<0.01变为β=-0.306,p<0.01），因此，责任心对包容性领导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以主管信任为部分中介，假设3得到验证。

表2 各假设的多层回归分析

	
	创新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1.控制变量
	
	
	
	

	性别
	-.111*
	-.102*
	-.100*
	-.085*

	年龄
	.002
	.035
	.032
	.078

	教育
	-.091
	-.147**
	-.093*
	-.106*

	工作时间
	-.066
	-.036
	-.031
	-.148*

	2.自变量
	
	
	
	

	包容性领导
	
	.247**
	.032
	-.026

	3.调节变量
	
	
	
	

	责任心
	
	
	.255**
	.132*

	4、交互效应
	
	
	
	

	包容性领导×责任心
	
	
	-.429**
	-.306**

	5.中介变量
	
	
	
	

	主管信任
	
	
	
	.405**

	R2
	0.025
	.080
	.373
	     .478

	△R2
	0.025
	.055
	.293
	     .105

	F检验
	2.249
	6.062**
	29.593**
	39.667**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包容性领导通过建立科研人员对领导的信任，促进科研人员创新绩效的提高，而且，科研人员的责任心会对包容性领导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

   （1）包容性领导对科研人员创新绩效的影响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即便现在，人们仍然难以避免地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包容性领导开放、宽容、支持、关怀、平衡的特征，更符合中国千年传承的儒家文化。因此，包容性领导更容易准确理解与满足我国企业中科研人员的情感需求、利益取向以及工作参与意愿，更容易建立起科研人员对他们的信任。在信任的影响下，科研人员愿意尝试新事物、新方法，并愿意承担创新可能会带来的风险，最终他们会表现出更高的创新绩效。

   （2）责任心对包容性领导与科研人员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同一水平的包容性领导下，高责任心科研人员的创新绩效明显高于低责任心人员。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低责任心人员，高责任心员工与包容性领导更加匹配，更易产生对他们的信任，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创新绩效。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包容性领导水平的提高，高责任心科研人员创新绩效的提高比较平缓，而低责任心人员创新绩效的提高要更为显著（见图1）。这可能是因为，高责任心员工较强的内在动机使得他们具有较高的创造力，并能够主动投入到工作中。而且，他们自控能力、计划性、原则性较强，较少受到技术规则的限制[25]。包容性领导对他们过多干预，会使其产生计划被打乱或者利益被损害的想法，削弱其对包容性领导的信任，影响其创新绩效的提高。因此，包容性领导对高责任心科研人员创新绩效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相反地，低责任心科研人员自控能力较差，缺乏目标性、原则性，领导者的行为会很容易对他们产生影响[26]，因此，包容性领导关注员工需求、保护员工利益、鼓励员工参与的行为，很容易建立起他们对领导者的信任，促使他们表现出更高的创新绩效。而且，随着包容性领导水平的提高，包容性领导对低责任心科研人员创新绩效的影响会越来越显著。
5.2 研究的理论意义

   （1）推进了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的领导模式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开放精神，并强调“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包容性领导开放、宽容、支持、关怀、平衡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契合。然而，目前包容性领导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概念、特征的定性分析上，相关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对包容性领导开展实证研究，是对本土文化背景下领导模式研究的推进。

   （2）丰富了领导风格与员工创新之间影响机制的研究。大量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魅力型领导等领导风格通过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心理氛围或者创新效能感等来影响员工的创新绩效，但是这些植根于西方文化的领导风格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员工在工作中更加看重其与领导、同事的关系，更容易对领导产生情感依赖[26]。包容性领导注重维护领导与员工间的平衡，也更加符合中国人的行为范式，由此对科研人员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这是领导风格与员工创新之间影响机制的一个突破。

   （3）实证分析领导与员工个性匹配对领导效力的影响，拓展了领导权变理论。领导权变理论认为，领导行为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取决于领导与员工的个性匹配。本研究选取“大五”人格模型中对工作绩效具有稳定预测作用的“责任心”维度[2]，实证分析领导与员工个性匹配对领导效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包容性领导对科研人员创新绩效影响的有效性取决于其与不同责任心水平员工相匹配的程度，这是对领导权变理论的拓展。

（4）证实了主管信任在员工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创新活动离不开社会互动和知识共享，而互动和知识共享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当员工信任领导者时，会增加与领导者的互动，也更愿意贡献自己的知识，在这种互动和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会激发创新的产生。本研究实证分析了主管信任在包容性领导与科研人员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进一步验证了领导在员工信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也为探讨员工创新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5.3 对管理实践的启示

   （1）重视包容性领导在员工创新绩效激励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包容性领导对科研人员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企业可以通过进行领导力的培训来营造包容性领导氛围，例如，对领导者开展李燕萍提出的三种包容性领导方式[5]的培训，提高领导者的包容性领导水平，促进员工创新绩效的提高。

   （2）重视领导与员工匹配对员工创新绩效的重要作用。在本研究中，高责任心科研人员与包容性领导更加匹配，因而表现出更高的创新绩效。但是，随着包容性领导水平的提高，低责任心科研人员创新绩效提升的幅度要大于高责任心人员。这再一次向企业表明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方式，领导效力的实现取决于领导风格与情境因素相匹配的程度。因此，领导者需要根据员工的实际情况来选择相应的领导方式以提高员工的创新绩效。

   （3）关注主管信任在员工创新绩效提高中的重要作用。在本研究中，包容性领导、责任心会通过建立员工对领导的信任，促进员工创新绩效的提高。因此，企业应当采取措施提高员工对领导者的信任水平，如关注员工需求、保护员工利益和鼓励员工参与等，以促进员工创新绩效的提高。

5.4 研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本研究探讨了包容性领导对个体层面的创新绩效的影响。然而，创新往往是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包容性领导作为一种包容、开放的领导风格，可能会通过团队知识共享与沟通对团队层面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进一步探索包容性领导对团队层面的创新绩效的影响，将是未来包容性领导研究的一个焦点。

其次，本研究要验证包容性领导—主管信任—下属创新绩效之间的因果联系，开展配对数据的纵向研究将更为适合，但是受资源所限，本研究只搜集到下属与直接主管的配对数据，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对包容性领导与创新绩效开展纵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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